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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４ 年增值税转型的政策实施， 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识别了企业资本

积累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发现， 增值税转型显著提高了中等技能劳动

力的工资， 而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没有显著影响。 同一时期， 高技能劳

动力就业上升， 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保持不变， 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显著下降。 因而资本积

累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中等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由于

企业增加了计算机等高技术附加型的设备进口使得资本积累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产生异质

性， 增值税转型仅对不受融资约束限制的国有、 集体企业影响显著。 本文研究表明， 在经

济转型过程中， 高技能、 中等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 政府

应重点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并制定合理的保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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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企业资本积累的深化是经济转型中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也是新常态下提高经济发

展质量的内在要求。 要素市场之间是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的， 正如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关于

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中所提到的， 要素市场中一方的变

动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市场发挥功能。 资本和劳动力作为企业最常用的两种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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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 （蔡昉， ２０１０； Ｙｏｕｎｇ， ２００３）。 资本积累的深化会直接

影响劳动力需求结构， 在中国劳动力供给过剩的背景下 （邱晓华等， ２００６）， 需求方的

变化直接改变了市场均衡结果。 研究资本积累如何影响了劳动力需求， 特别是这种需

求是否存在异质性以及如何识别这种异质性，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 劳动力需求变化是劳动者能否就业以及工资水平高低的重要决定因素， 这

种影响在劳动力市场受到负面冲击时表现尤为明显。 例如，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的冲击下， 低技能劳动力首当其冲， 他们面临失业和收入骤降的困境， 但高技能劳动

力却可以通过远程办公等灵活形式缓解外部负面冲击。 识别不同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

减， 可以帮助政府有针对性地设计职业培训和福利计划。 其次， 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

化会直接影响技能溢价和收入差距， 识别出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可以为今后收入差

距的演变提供预判。 最后， 与劳动力需求结构相匹配的供给结构的调整不是一蹴而就

的， 人力资本积累特别是高技能劳动力资本积累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对需求结构变化的识别有助于政府改革人力资本积累体系， 未雨绸缪。

本文从资本要素市场和劳动力要素市场的联系出发， 利用 ２００４ 年增值税改革的准

自然实验， 研究资本积累增加如何影响劳动力需求结构。 ２００４ 年增值税改革的主要内

容是在黑龙江、 吉林和辽宁三省的部分制造业中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 也即允许一般

纳税人购进固定资产所缴税额从进项税额中抵扣。 由于增值税为价外税， 这项改革相

当于外生地降低了资本的价格， 促进了企业增加资本投资 （聂辉华等， ２００９；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本文分析这一政策冲击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 但数据中工资水平是市场均

衡的结果， 为了识别劳动力需求的变化， 本文同时结合了劳动力就业的变化进行分析。

实证分析表明， 增值税转型使得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提高了 １１ ４％ ， 但对高技

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影响并不显著。 同一时期， 东北地区的就业结构也发

生了明显变化， 其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上升， 中等技能劳动力比重基本不变， 低

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 由此本文得出企业资本积累的增加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力

和中等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而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下降。 影响途径分析表明， 资本

积累对劳动力的异质性影响是由于转型使企业增加了计算机等高技术附加型的设备进

口， 分样本结果显示， 改革仅对不受融资约束限制的国有、 集体企业影响显著， 也即

只有可以自由调整资本存量的企业， 改革的效果才会被充分释放。
本文的结论有直接的政策含义。 首先， 企业资本积累深化会提高对高技能劳动力、

中等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降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这说明目前中国的技术进步也

呈现出技能偏向型的特征 （董直庆等， ２０１４； 卢晶亮， ２０１７； 宋冬林等， ２０１０； 徐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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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这就意味着未来中、 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与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将继续扩

大。 因此， 推进合理的福利计划和再分配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 由于低技能劳动

力的工资处在收入分布的最底端， 他们更容易被资本所替代， 也最容易受到外部冲击，
未来他们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 为了保证这部分劳动力也能共享发展成果， 需

要制定政策切实提升这部分劳动力的职业能力。 ２０１９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从失业

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 １０００ 亿元， 用于 １５００ 万人次以上的职业技能提升和转岗培训。 本

文的结论表明， 类似的措施最好向教育水平低的劳动力倾斜。

相比已有研究，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由于资本和劳动力是相

互联系的， 资本的变化会改变劳动力需求 （陈玉宇、 吴玉立， ２００８； 邢春冰、 李春顶，
２０１３）， 劳动力结构或价格的变化也会影响资本的积累 （潘红波、 陈世来， ２０１７）， 所

以识别资本积累对劳动力需求的因果影响并不容易。 本文采用的政策冲击———增值税

转型是一个准自然实验， 可以近似看成是外生的， 使得本文可以识别资本积累对劳动

力需求的因果影响。
第二， 现有关于资本积累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多按照行业和职位对劳动力进行分类，

将研发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定义为高技能劳动力， 生产人员定义为低技能劳动力， 将

技能溢价定义为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较多的制造业平均工资和专业人员占比较少的农林

牧渔业平均工资之比 （喻美辞、 熊启泉， ２０１２； 杨蕙馨、 李春梅， ２０１３）， 而其他国家

的研究中统一按教育年限界定技能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２００２； Ｇｏｌｄｉｎ ＆ Ｋａｔｚ， ２００９）， 这就导致

国内外研究之间无法进行比较。 由于本文利用外生政策冲击识别资本积累对不同技能

劳动力工资回报的影响， 并结合就业变化反推需求的变化， 本文对数据的要求主要有

两点： 一是本文要求数据可以识别实验组和控制组， 也就是地区和行业信息； 二是本

文探讨政策对工资的影响， 不直接计算技能溢价， 所以只需要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工资

数据。 这两个要求微观调查数据都可以满足， 使本文可以使用指标详尽、 样本量大的

微观调查数据， 从而保障了结论的稳健性。

第三， 资本积累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 如进入 ２１ 世纪后劳动力市

场出现了 “极化” 现象，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设备降低了对中等技能劳动力的需

求， 而提高了对高技能、 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Ａｕｔｏｒ， ２０１１； Ａｕｔｏｒ ＆

Ｄｏｒｎ， ２０１３； Ｓｐｉｔｚ⁃Ｏｅｎｅｒ， ２００６）。 国内现有研究多将劳动力分为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

劳动力两类 （董直庆等， ２０１４）， 无法识别潜在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将劳动力划分为高

技能、 中等技能和低技能三种， 即使资本积累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包括影响方向和

影响程度） 是非线性时， 本文依然可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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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 第二部分介绍增值税转型的背景和内容； 第三部分

是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第四部分报告本文的基本计量结果及相关检验； 第五部分分

析影响机制； 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　 中国增值税转型

增值税是基于新增价值征收的流转税， 应缴增值税为商品销售额的销项税额减去

购进中间产品时支付的进项税额。 自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 增值税一直是中国最重

要的税源之一， 对于年销售额超过 １００ 万的一般纳税人， 税率一般为 １７％ 。 这个时期

的增值税是生产型增值税， 企业购买固定资产并不能在进项税额中抵扣， 也就是对固

定资产实际上征收了两次税， 第一次是固定资产作为产成品销售时， 第二次是作为生

产要素被购进时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生产型增值税具有一定的优点， 如增加财政收

入、 抑制经济过热等， 但双重征税的特征也减弱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为了减轻企业负担， 刺激企业购买固定资产和更新机器设备， 政府决定将现有增

值税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 即购买固定资产所缴税额可以在进项税额中抵扣。 ２００４ 年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 《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若干问题的规定》 （财税

［２００４］ 第 １５６ 号）， 为了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 决定自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在

黑龙江、 吉林、 辽宁三省进行增值税转型试点。 试点行业是制造业中的装备制造业、

石油化工业、 冶金业、 船舶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 ６ 个行业， 消费型

增值税较生产型增值税的最大特点是， 一般纳税人购进的固定资产所缴税额可以在进

项税额中抵扣， 这相当于降低了企业购买固定资产的价格。

此后， 试点范围逐渐扩大。 ２００７ 年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了 《中部地区

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暂行办法》， 文件指出， 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支持中部地区老

工业基地振兴和资源城市转型， 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 开始在中部地区 ６ 省份的 ２６ 个

老工业基地城市的 ８ 个行业中进行增值税转型试点①。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 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 《汶川地震受灾严重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暂行办法》， 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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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６ 个老工业基地城市包括山西省的太原、 大同、 阳泉、 长治； 安徽省的合肥、 马鞍山、 蚌

埠、 芜湖、 淮南； 江西省的南昌、 萍乡、 景德镇、 九江； 河南省的郑州、 洛阳、 焦作、 平顶

山、 开封； 湖北省的武汉、 黄石、 襄樊、 十堰和湖南省的长沙、 株洲、 湘潭、 衡阳。 ８ 个行

业包括装备制造业、 石油化工业、 冶金业、 汽车制造业、 农产品加工业、 电力业、 采掘业和

高新技术产业。



转型扩大到受地震影响严重的地区①， 并采取全额抵扣。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改革在全国

范围内实施。

增值税转型等价于外生地将受惠企业购置固定资产的价格降低 １７％ ， 显著地增加

了企业的固定资本投资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２００５ 年试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

加了 ９７１ 万元， 企业劳动力人均资本增加了 １ ５ 万元。 而且企业使用资本替代劳动， 增

值税转型使每个企业的雇佣数量平均减少了 １０％ （聂辉华等， ２００９）。

图 １ 描绘了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１ 年间， 东北地区和非东北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平均工资

变化②， 可以为增值税转型政策效果提供一个直观的证据。 ２００４ 年以前， 两类地区的

投资额并不存在明显的变化趋势。 ２００４ 年增值税改革后， 东北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显

著增加。 对于平均工资来讲， 整体来看非东北地区的平均工资高于东北地区，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

年两地区的平均工资出现收敛趋势， ２００９ 年之后差距又再次扩大。 由于 《中国劳动统

计年鉴》 等宏观统计数据中都没有分教育程度的工资变量， 无法比较本文关心的不同

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变化。 家庭住户调查等微观数据有详细的个人特征和工资数据， 可

以计算分教育程度的工资水平， 但缺少对资本变化的衡量。 本文利用增值税转型这一

准自然实验， 结合微观数据的优点， 探讨资本积累对异质性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图 １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１ 年东北地区和非东北地区对数投资和对数工资变化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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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受灾严重地区” 是指根据 《民政部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地震局关于印发汶川地

震灾害范围评估结果的通知》 确定的极重灾区 １０ 个县 （市） 和重灾区 ４１ 个县 （市、 区）。
为了和城镇家庭调查数据样本保持一致， 东北地区仅包括辽宁， 非东北地区包括北京、 浙

江、 安徽、 湖北、 广东、 四川、 陕西和甘肃。



三、 数据来源和三重差分模型设定

（一）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的中国城镇住户调

查 （Ｕｒｂａ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ＵＨＳ）， 这套数据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数据之一。

调查样本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 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每年有 １ ／ ３ 的样本进

行轮换， 全部样本每 ３ 年更换一次。 ＵＨＳ 包括家庭层面的详细支出信息和家庭成员的

基本特征、 收入数据。 其中， 成员的详细教育信息及工资情况可以用以检验增值税改

革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９ 个省份： 北京、 辽宁、
浙江、 安徽、 湖北、 广东、 四川、 陕西和甘肃， 分布于中国的东北、 华北、 华东、 华

南、 西南和西北， 有很好的全国代表性。

本文对数据做如下处理： 一是保留男性在 １６ 岁至 ６０ 岁之间、 女性在 １６ 岁至 ５５ 岁

之间的劳动年龄样本； 二是由于受惠企业是指年销售额超过 １００ 万的一般纳税人， 而

样本中的个体或私营企业主收入均低于这一标准， 因此本文删除个体经营者， 只考虑

在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或民营企业工作的劳动力； 三是利用省级价格指数将工资数据

调整为 ２００７ 年水平。 为了去除极端值对估计的影响， 删除工资处在 １％ 分位数以下和

９９％分位数以上的样本； 四是考虑到样本中安徽省和湖北省部分城市在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也实行了增值税改革， 同为老工业基地， 东北地区的试点可能会影响这些城市的

预期进而改变企业行为， 因此本文将其删除。 最后得到 ６１６２１ 个样本。
表 １ 列出了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间东北地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非东北地区制造业和

非制造业的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从绝对数量上看， 东北地区整体工资水平更低， 东

北地区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低于东北地区非制造业和非东北地区制造业， 东北地区非制

造业的平均工资也低于其他地区非制造业。 从增长速度上来看， 东北地区制造业工资

在改革前平均每年增长 ７ ３％ ， 改革后增长速度上升为 １２ ０％ 。 东北地区非制造业改

革前后的平均增幅为 ７ ２％ 和 ７ ９％ 。 ２００３ 年以前非东北地区制造业平均每年增长

９ ８％ ， ２００４ 年以后这一数值下降到 ７ ０％ 。 非东北地区非制造业在改革前后的工资

增长速度不变， 均为 ６ ５％ 。 由此可以看出， 增值税转型前后， 受惠对象和非受惠对

象的工资变化差异十分明显。 ２００４ 年的增值税改革有可能是这种差距的来源。 同时，
东北地区制造业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１１ ２ 年， 低于东北地区非制造业、 非东

北地区制造业、 非东北地区非制造业。 此外， 东北地区制造业的平均工作经验要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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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三组①。 由此可见， 两地劳动力在特征禀赋上也存在差异。 下文本文会用模型检验

工资的差异是否仅仅是人力资本差异带来的， 资本积累是否会通过改变资源配置影响劳

动力的工资。

表 １　 东北地区和其他地区关键变量描述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东北

地区

制造

业

样本量 ２５５ ３７７ ３６８ ４０５ ３５９ ３４５ ３７９
平均工资 ９９２０ １１１４２ １２１０２ １３３２４ １５２９８ １６５６９ １９７１３
教育年限 １１ ３４ １１ ０８ １１ ０８ １１ ０２ １１ １６ １１ １８ １１ ２２
工作经验 ２５ ５６ ２５ １０ ２５ ００ ２６ ５２ ２６ ６２ ２６ ４３ ２６ ７３

东北

地区

非制

造业

样本量 ３７０ ７４１ ８３４ ９２７ ９０３ ８６０ ９４３
平均工资 １１９４９ １３３８１ １４５２５ １５２２６ １７０５０ １７６８４ ２００５５
教育年限 １２ ０８ １２ １９ １２ ２２ １２ ２２ １２ ３６ １２ ２４ １２ ５５
工作经验 ２３ ４３ ２４ ４１ ２４ １５ ２４ ７７ ２４ ４３ ２５ １９ ２４ ５３

非东

北地

区制

造业

样本量 １０２１ ２０７０ ２０６７ ２１５３ ２０２４ ２１４２ ２０７１
平均工资 １１７７０ １３４９４ １５２１２ １６７１３ １８６７０ ２０２５６ ２１３８６
教育年限 １１ ３３ １１ ４３ １１ ４９ １１ ６６ １１ ６９ １１ ８３ １１ ８７
工作经验 ２４ １７ ２３ ７８ ２４ ０４ ２４ ０６ ２３ ９６ ２４ １７ ２４ ４５

非东

北地

区非

制造业

样本量 １９９５ ５０６６ ５８０６ ６３８１ ６７４０ ６９０８ ７１１１
平均工资 １６５３８ １７８５４ １９７６８ ２１６２５ ２３５９９ ２５４９８ ２７２５４
教育年限 １２ ４４ １２ ６１ １２ ６７ １２ ７５ １２ ９０ １３ ０３ １３ １２
工作经验 ２２ ０８ ２２ ５４ ２２ ４８ ２２ ８６ ２２ ７ ２２ ８６ ２３ １２

　 　 注： 本文定义样本中辽宁省为东北地区， 其他 ８ 省为其他地区； 工资统一至 ２００７ 年价格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住户调查 （ＵＨＳ）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数据计算得到。

（二） 三重差分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地区 －行业 － 时间层面的三重差分方法， 识别资本积累对异质性劳动力

工资的影响。 基准模型如下：
ｌｎｗａｇｅｉｊｃｔ ＝ β０ ｉｎｄ ｊ × ｎｅｃ × ｐｏｓｔｔ ＋ β１ｎｅｃ × ｐｏｓｔｔ ＋ β２ ｉｎｄ ｊ × ｐｏｓｔｔ

＋ β３ ｉｎｄ ｊ × ｎｅｃ ＋ γＸ ｉｔ ＋ αｃ ＋ γ ｊ ＋ θｔ ＋ εｉｊｃｔ （１）
（１） 式中 ｉ 表示个人， ｊ 表示行业， ｃ 表示城市， ｔ 表示年份。 ｌｎｗａｇｅｉｊｃｔ为本文关心

的目标变量对数工资， ｉｎｄ ｊ 为是否为受惠行业的虚拟变量。 由于城镇家庭调查数据将劳

动者所从事的行业分为 １６ 大类， 仅能在门类层面区分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因此本文将

东北地区制造业整体作为实验组， 这种做法的合理性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 本文根据

中国工业经济数据库中的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这一指标， 计算了政策规定的受惠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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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制造业比重。 本文发现受惠行业基本代表了整个制造业的情况， ２００３ 年受惠行业增

加值占比为 ８３ ７％ ， ２００７ 年这一比值增加至 ８５ ７％ ， 制造业内部的其他大类行业占比

很小。 其次， 由于本文定义的实验组为制造业， 其中包含了一小部分不受政策影响的

子行业， 如果本文估计的政策效果显著， 那么实际政策效果要高于估计值。 ｎｅｃ 识别样

本是否在东北地区， ｐｏｓｔｔ 是改革前后虚拟变量， 改革后取值为 １， 改革前取值为 ０。 由

于改革在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实施， 规定当年 １２ 月完成受惠企业的退税工作， 本文将

２００４ 年看作实验年。 但企业也许不能在当年调整投资计划， 因此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删

除 ２００４ 年数据， 将 ２００５ 年作为实验开始年。

Ｘ ｉｔ是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括性别、 教育年限、 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的平方、

职业、 企业类型等。 αｃ 代表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 γ ｊ 代

表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行业特征。 θｔ 是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所有

城市在不同年份面临的共同冲击。 β０ 是待估计的目标参数， 表示平均政策效应。 为了

探究资本积累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将样本按照教育程度不同分为三

组， 大专及以上学历为高技能劳动力， 高中 ／中专教育程度为中等技能劳动力， 初中及

以下为低技能劳动力 （Ｇｏｌｄｉｎ ＆ Ｋａｔｚ， ２００９； Ｓｐｉｔｚ⁃Ｏｅｎｅｒ， ２００６）， 分别估计对应的政策

效应。 考虑到处在相同省份相同行业的劳动力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 本文允许随机扰

动项在省份 －行业层面存在聚类。

本文将东北地区制造业工作的劳动者看作实验组， 三重差分较双重差分的区别在

于， 双重差分将 “东北地区其他行业” 或 “其他地区的制造业” 作为对照组， 但前者

的缺陷在于即使没有增值税转型这一政策， 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的劳动者工资本身可能

随时间变化。 后者有同样的缺陷， 东北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劳动力工资可能存在不同的

时间趋势。 三重差分法将以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同时控制了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

所得估计更加稳健。 β︿ ０ 的估计可以表示为：

β︿ ０ ＝ ［（ ｙｎｅ·ｍ·２
－ － ｙｎｅ·ｍ·１
－） － （ｙｎｅ·ｎｍ·２

－ － ｙｎｅ·ｎｍ·１
－）］

－ ［（ｙｏｔｈ·ｍ·２
－ － ｙｏｔｈ·ｍ·１
－） － （ｙｏｔｈ·ｎｍ·２

－ － ｙｏｔｈ·ｎｍ·１
－）］ （２）

（２） 式中第一方括号为以东北地区其他行业为对照组的 ＤｉＤ 估计量， 这个估计并

未考虑时间趋势差异。 第二个方括号为其他地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改革前后的差异，

由于其他地区没有受到政策影响， 因此这一项可以近似看作实验组的时间趋势变化。

当然这时候的一个隐含假设即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时间趋势差异相似。 为了保证结果的

可信性， 本文首先对这一条件进行检验， 图 ２ 展示了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东北地区制造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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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制造业以及其他地区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之间的对数平均工资比较。 如表 ２ 所示东北

地区平均工资低于其他地区， 且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低于其他行业。 ２００４ 年之后东北地

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对数平均工资之差减去 ２００４ 年以前数值的差即为模型 （２） 中的

第一项， ２００４ 年之后其他地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对数平均工资之差减去 ２００４ 年以前数

值的差为模型 （２） 中的第二项。 全样本对数平均工资变化趋势表明， 改革之前， 这一

差距基本保持一致， 改革之后东北地区制造业平均工资开始向非东北地区制造业收敛，

由此可以推测增值税改革增加了实验组员工的平均工资。 东北地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中

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别逐年缩小， 但在其他地区这一差距基本不变。 中等技能劳动

力的变化更加明显， ２００４ 年增值税转型后， 东北地区制造业中中等技能劳动力工资开始

高于非制造业工资。 实验组的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也表现出了显著的增长趋势。 当然图中

展示的是非条件对数工资的变化趋势， 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地区间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导

致的， 本文会在计量模型中加入这些控制变量， 进而得到政策效果的可信估计。

图 ２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７ 年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平均工资变化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住户调查 （ＵＨＳ）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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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 东北地区和非东北地区的时间趋势差异相似， 三重差分的实证结果是

可信的。 但为了使本文结果更加严谨， 本文在第四部分的稳健性检验中做了一系列

的检验， 其中本文允许不同省份之间的工资随时间有不同的变化趋势。 由于东北地

区是传统重工业基地， 新形势下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 因此其与其他地区的差

异可能主要来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比重， 因此本文分别在模型中控制初始年份

省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二产产值比重、 固定资产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与时间的

交互项。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 报告了模型 （１） 的三重差分估计结果。 第 （１） 列为全样本三重差分结果，
第 （２） 至第 （４） 列为分劳动力技能水平的三重差分结果。 所有模型中均控制了行业

固定效应、 省份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以及个人特征， 个人特征包括性别、 教育年

限、 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的平方、 职业虚拟变量、 行业虚拟变量、 所有制虚拟变量。
第一行的系数是 “东北 ×制造业 ×改革后” 的系数估计结果， 是本文关心的政策效果。

东北地区制造业的员工在改革后可以平均多获得 ４ ７％的溢价， 以 ２００３ 年东北地区制

造业的平均工资 １３７８３ 元计算， 增值税改革使受惠员工每年多获得了约 １６２ 元的工资溢

价， 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 第二行表示东北地区劳动力平均工资在改革后较非东北

地区高 ３ ０％ ， 第三行表示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工资在改革后较非制造业高 ５ ５％ ， 也即

改革后， 东北地区及制造业劳动者都获得了技能溢价。 第四行表示东北地区制造业劳

动力平均工资较其他劳动力高 ７％ 。

除了政策的平均效应， 本文更关心增值税改革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异质性影响，
即改革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存在哪些差异。 第 （２） 至第 （４） 列

分别报告了高技能劳动力、 中等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子样本结果。 第 （３） 列

结果显示， 政策使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在改革后增加 １１ ４％ ， 且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

上显著。 具体地， 增值税转型使得中等技能劳动力员工每年工资增加 ２ ８５％ ， 结合

２００３ 年受惠的中等技能劳动力平均工资 １２３５２ 元， 中等技能劳动力平均工资在绝对值

上每年增加了 ３５２ 元。 第 （２） 列和第 （４） 列显示政策对高技能劳动力工资和低技能

劳动力的工资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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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增值税改革对异质性劳动力工资的影响

全样本

（１）

技能水平

高技能 中等技能 低技能

（２） （３） （４）

东北 × 制造业 × 改革后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９）
０ １１４∗∗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３）

东北 × 改革后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５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８）

制造业 × 改革后
０ ０５５∗∗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１）
０ ０８８∗∗

（０ ０３８）
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５）

东北 × 制造业
０ ０７０∗∗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８３∗∗

（０ ０３６）

个人特征 有 有 有 有

行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省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个数 ５３６１６ ２０２２８ ２０２７６ １３１１２

Ｒ２ ０ ５４５ ０ ５７４ ０ ４６６ ０ ４２８

　 　 注： 括号中的标准误为在 “省份 － 行业” 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表示 ｐ ＜ ０ 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Ｒ２ 为未经调整的值； 技能水平依据教育程度进行分类， 本文定义大专以上学历为高技能劳动力， 高中 ／ 中专

为中等技能劳动力， 初中及以下为低技能劳动力； 个体特征包含性别、 工作经验、 教育程度、 职业以及所在企业

的类别。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住户调查 （ＵＨＳ）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数据计算得到。

（二） 动态分析

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 增值税转型显著增加了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工资， 但这

种影响仅代表了政策的平均效果， 无法反映转型后不同年份的边际效果。 为了更加全

面地分析改革的效果， 本文估计模型 （３）：

ｌｎｗａｇｅｉｊｃｔ ＝ ｉｎｄ ｊ × ｎｅｃ × ∑ ｔ≠２００３
β０ｔｙｅａｒｔ ＋ ｎｅｃ × ∑ ｔ≠２００３

β１ｔｙｅａｒｔ ＋ ｉｎｄ ｊ

× ∑ ｔ≠２００３
β２ｔｙｅａｒｔ ＋ β３ ｉｎｄ ｊ × ｎｅｃ ＋ γＸ ｉｔ ＋ αｃ ＋ γ ｊ ＋ θｔ ＋ εｉｊｃｔ

（３）

模型 （３） 与模型 （１） 的区别在于本文利用年份虚拟变量 ｙｅａｒｔ 代替了改革后虚拟

变量 ｐｏｓｔｔ， 将增值税转型前一年 （２００３ 年） 作为基准年。 这种设定一方面可以检验增

值税转型后资本积累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是否随时间变化， 另一方面可以检验转型前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工资变化是否具有平行趋势。

图 ３ 绘制了 β０ｔ的结果， 其中实线表示增值税转型的边际效果， 虚线表示 ９０％置信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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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增值税转型效果的动态分析

注： 图中绘制了增值税转型的动态效果， 纵轴表示模型 （３） 的三重差分项系数， 本文将改革前一年

（２００３ 年） 的系数标准化为 ０， 其他年份的数值均是相对于 ２００３ 年的变化。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住户调查 （ＵＨＳ）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数据计算得到。

区间。 本文发现，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２ 年的系数基本为 ０， 这验证了平行趋势假设， 即改革

前东北地区制造业的工资与其他地区其他行业的工资没有显著差别。 改革后的系数基

本上显著为正， 并且改革效果在 ２００５ 年达到最大。

（三） 稳健性检验

三重差分的结果表明增值税转型显著提高了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工资， 并且动态分

析表明改革前实验组和控制组没有显著的工资差异。 为了进一步增强文章结论的可信

度， 本文在本部分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包括安慰剂检验、 考虑东北地区的特殊

性对结果的影响、 考虑增值税转型在年中推行对结果的影响、 控制极端值对结果的影

响、 估计虚拟处理效应。

１ 安慰剂检验

平行趋势假设是三重差分模型有效的前提条件， 也即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工资变化在

增值税转型前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为了检验这一前提假设， 本文进行安慰剂检验。 具

体地， 本文仅使用转型前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年） 的样本， 定义假设的改革年份 ＰｏｓｔＣｏｎｓ———实

际改革年份的前一年 （２００３ 年） 和前二年 （２００２ 年）， 利用假设的改革年份 ＰｏｓｔＣｏｎｓ代替

Ｐｏｓｔ 估计模型 （１）。 由于这时东北地区制造业并没有实际进行增值税转型， 资本积累没

有发生显著变化， 因此本文预期 “东北 × 制造业 × 改革后” 的交乘项对劳动力工资没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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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影响， 或者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相反。 回归结果见表 ３ 的 Ｐａｎｅｌ Ａ。 本文发现，

此时三重差分的系数并不显著。 这就是说， 本文的样本通过了安慰剂检验， 这验证了

三重差分的有效性。

２ 实验组选择的内生性

增值税转型之所以选择东北三省作为试点地区， 是为了配合振兴东北战略， 虽然

动态检验和安慰剂检验表明， 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改革前的变化趋势满足平行假设， 为

了进一步分离出政策效果， 本文允许不同省份劳动力的工资变化趋势可以根据省份初

始特征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变化趋势。 虽然本文在回归中已经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 也

即控制了不同年份所有省份面临的共同冲击， 如所有省份平均工资增长率的变化。 但

如果不同省份的工资变化受到地区初始特征的影响， 如初始年份经济发展更快的省份

在以后年份劳动力工资增长更快， 那么仅仅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并不能控制这种差异，

这种差异可以由省份初始年份特征乘以时间项 Ｗ × ｔ 控制， 即允许不同地区的工资变化

可以随着地区初始变量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时间趋势。 由于东北地区和非东北地区的重

要差别在于经济发展水平、 工业比重以及投资金额， 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加入 １９９７ 年省

级层面的 “对数人均 ＧＤＰ” ｌｎｇｄｐｐｃ１９９７、 “固定资产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 ｇｄｐ２１９９７、 “二产

产值比重” ｉｎｖｅｓｔ１９９７与时间 ｔ 的交互项。 回归结果见表 ３ 中的 Ｐａｎｅｌ Ｂ。 本文发现， 这时

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表 ３　 稳健性检验

三重差分系数 β０

Ｐａｎｅｌ Ａ 安慰剂检验（２００４ 年以前样本）

定义 ２００３ 年为改革年
０ ０２４

（０ ０５０）

定义 ２００２ 年为改革年
０ ０１２

（０ １２４）
Ｐａｎｅｌ Ｂ 实验组选择的内生性

加入 ｌｎｇｄｐｐｃｔ０ × ｔ ０ １１２∗∗

（０ ０４６）

加入 ｇｄｐ２ × ｔ
０ １１３∗∗

（０ ０４７）

加入 ｉｎｖｅｓｔ × ｔ
０ １１３∗∗

（０ ０４４）
Ｐａｎｅｌ Ｃ 重新定义改革年份

定义 ２００５ 年为改革年
０ １１３∗∗

（０ ０５２）

·９６·

高文静、 施新政： 资本积累、 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异质性劳动力需求



续表

三重差分系数 β０

Ｐａｎｅｌ Ｄ 极端值的影响

使用工资处于 ５％ ～９５％分位数的样本
０ １０７∗∗

（０ ０４２）

使用工资处于 １０％ ～９０％分位数的样本
０ ０８７∗∗

（０ ０３６）

　 　 注： 为了节约篇幅， 表中只报告了使用中等技能劳动力 （高中 ／ 中专） 样本的三重差分交乘项 “东北 × 制造

业 × 改革后” 的系数； 模型设定同表 ２； 如需详细回归结果可联系作者索要； 括号中的标准误为在 “省份 － 行业”
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表示 ｐ ＜ ０ 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住户调查 （ＵＨＳ）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数据计算得到。

３ 定义 ２００５ 年为改革年

由于政策是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实行的， 规定当年 １２ 月完成受惠企业的退税工作， 考

虑到企业可能无法在当年调整其投资计划， 因此本文将 ２００５ 年定为改革年份并删除

２００４ 年样本进行回归。 表 ３ 中的 Ｐａｎｅｌ Ｃ 结果显示， 资本积累对中等技能劳动力工资的

影响依然显著为正， 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４ 极端值对结果的影响

由于劳动力调查数据中极端值的测量误差较大 （叶菁菁等， ２０１７）， 本文探讨了极端

值可能对结果产生的影响。 基准实证结果中本文仅剔除了上下１ 分位的工资样本， 为了进

一步削弱极端值对结果的影响， 本文分别剔除上下 ５ 分位和 １０ 分位的工资样本。 从表 ３

中 Ｐａｎｅｌ Ｄ 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在两种设定下中等技能劳动力的三重差分系数都在 ５％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验证了资本积累对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提升作用。

５ 虚拟处理效应的经验分布

本文参照 Ｃｈｅｔｔ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Ｆｅｒｒａｒ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的做法估计了增值税转型的虚

拟处理效应的经验分布。 具体而言， 本文的样本共包括 ９９ 个城市， 其中东北地区包括

１４ 个城市， 因此本文在 ９９ 个城市中随机选取 １４ 个城市作为 “虚拟试点城市” ｎｅｃｏｎ ｓｃ，

利用 ｎｅｃｏｎｓｃ 代替模型 （１） 中的 ｎｅｃ 进行估计， 得到一个虚拟处理效应的系数。 本文重

复上述过程 ５００ 次， 然后用估计的虚拟处理效应绘制分布图。 图 ４ 报告了估计结果的图

形， 其中竖直参考线表示基准回归结果的估计值 （０ １１４）。 如果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

是由于一些随机因素导致的， 那么同样会在随机试验中以大概率出现， 但是根据这个

经验分布， 得到本文基准结果的概率很小。 因此本文得出结论， 中等技能劳动力工资

水平的提高是由于增值税转型导致的， 而不是因为随机因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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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虚拟处理效应分布的直方图

注： 本图绘制了虚拟处理效应分布的直方图， 其中虚拟处理效应是通过随机选择 １４ 个城市

（样本中东北地区样本包括 １４ 个城市） 作为增值税转型试点地区而估计得到的； 图中参考线表示

基准回归中真实处理效应的估计系数 （０ １１４）。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住户调查 （ＵＨＳ）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数据计算得到。

（四） 增值税转型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表 ２ 的回归结果提供了增值税转型后不同技能劳动力均衡工资变化的证据， 增值

税转型提高了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工资， 但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没有显

著影响。 为了考察资本积累如何改变劳动力需求， 本文还要考虑劳动力均衡数量的变

化。 均衡数量变化的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加总数据以及 ２００５

年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加总数据， 这些数据包含了分省分行业分教育程度的就业人

员构成， 这与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受惠对象和基准回归中的实验组是一致的。 因此， 人

口调查数据可以提供实验组均衡数量的变化趋势。

图 ５ 中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 年的变化可以反映改革前的就业变化，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的变化可

以反映改革后的就业变化。 本文发现 ２００５ 年以前， 高技能劳动力所占比重基本不变，

中等技能劳动力所占比重降低了约 ３ 个百分点， 低技能劳动力比例上升了约 ３ 个百分

点。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间， 就业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上升了 ６ 个百

分点， 中等技能劳动力占比呈现微小的上升趋势， 低技能劳动力比重的变化最大， 降

低了约 ７ 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看出， 近年来制造业中的劳动力结构整体呈现升级趋势，

低技能劳动力占比下降， 中高技能劳动力比重上升。

综合上述均衡工资和均衡数量的变化， 本文可以推出资本积累对异质性劳动力需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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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年辽宁省人口普查资料》、 《２００５ 年辽宁省 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和 《２０１０ 年

辽宁省人口普查资料》 数据计算得到。

求的影响。 如图 ６ 所示， 其中需求和供给曲线分别为 Ｄｉｔ和 Ｓｉｔ， 均衡工资和均衡就业分

别为 ｗ ｉｔ和 ｑｉｔ， 初始均衡状态为 Ａｉ， 最终均衡状态为 Ｂ ｉ， 其中 ｉ ＝ Ｈ， Ｍ， Ｌ， 分别表示

高技能劳动力、 中等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 ｔ ＝ ０， １， 表示改革前和改革后。 假

设三个劳动力市场在改革前处于均衡状态， 本文可以根据不同劳动力均衡工资和均衡

就业的变化倒推出劳动力需求的变化。

图 ６　 资本积累对异质性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注： Ｄｉｔ和 Ｓｉｔ表示需求和供给曲线， 初始均衡状态为 Ａｉ， 最终均衡状态为 Ｂｉ， Ｗｉｔ和 Ｑｉｔ为均衡工资和均衡就

业， 其中 ｉ ＝ Ｈ， Ｍ， Ｌ， 分别表示高技能劳动力、 中等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 ｔ ＝ ０， １， 表示改革前和改

革后。

对于高技能劳动力， 改革后他们的工资没有受到显著影响但均衡就业增加， 新的

均衡状态 ＢＨ 位于初始均衡状态 ＡＨ 的右侧， 由此本文推断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右

移， 资本积累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对于中等技能劳动力， 增值税转型显著

·２７·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卷第 ４ 期



提高了他们的均衡工资， 他们的均衡就业基本不变， 新的均衡状态 ＢＭ 位于初始均衡状

态 ＡＭ 的上方， 这就意味着中等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必然向右移动， 需求增加。 对于低技

能劳动力而言， 在均衡就业量降低的情况下他们的工资没有相应增加， 新的均衡状态

ＢＬ 位于初始均衡状态 ＡＬ 的左侧， 需求曲线必然向左移动， 表明资本积累的增加降低了

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五　 影响途径

（一） 资本特征的影响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资本积累增加了对高、 中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降低了对低技能

劳动力的需求， 但到目前为止本文并没有对资本的特征进行完整的刻画。 资本是一个

宽泛的概念， 不对资本特征进行分析就不能准确地应用本文的结论。 研究表明， 中国

的物质资本积累是与技术进步相融合的 （赵志耘等， ２００７）， 生产力增长的重要原因是

内嵌于设备资本的技术进步 （黄先海、 刘毅群， ２００８）。 为了探究资本积累对劳动力需

求影响的内在途径， 本文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进口机器设备行为的影响， 以此来

刻画资本积累引起了何种技术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的一个隐含假设是进口机器

设备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 代表了技术进步的方向， 这个假设的合理性是由于目前中

国制造业技术进步主要通过商品进口、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和设备引进实现 （王林辉

等， ２０１９）， 进口的机器设备也是中国沿海地区出口增长奇迹的推动因素 （巫强、 刘志

彪， ２００９）。

具体地， 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 用企业名称匹配了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的数据， 前者包括企业特征变量， 如所在行业、 省份等， 这些信息可以

用来识别企业是否是增值税转型的受惠企业； 后者包括了企业每一笔产品层面 （ＨＳ 代

码） 的交易信息， 这提供了企业进口机器设备的信息。 通过匹配本文共获得了 １５４４６３

个样本。 本文重点考察企业从发达国家进口产品的状况， 参考文献中的做法， 本文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成员国、 Ｇ７ 集团成员国表示发达国家 （李小平、 朱钟

棣， ２００６； 唐东波， ２０１２）。 本文估计如下模型：
ｌｎｉｍｐｉｊｃｔ ＝ β０ ｉｎｄ ｊ × ｎｅｃ × ｐｏｓｔｔ ＋ β１ｎｅｃ × ｐｏｓｔｔ ＋ β２ ｉｎｄ ｊ × ｐｏｓｔｔ ＋ αｉ ＋ θｔ ＋ εｉｊｃｔ （４）

（４） 式中 ｌｎｉｍｐｉｊｃｔ表示位于城市 ｃ 行业 ｊ 中的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进口额的对数值， 包括

中间投入品的进口额、 机器设备进口额和计算机进口额。 其中进口中间投入品的界定

是按照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的做法， 是联合国广泛经济类别 （ＵＮ ＢＥＣ） 代码以 ４１、

·３７·

高文静、 施新政： 资本积累、 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异质性劳动力需求



５２１、 １１１、 １２１、 ２１、 ２２、 ３１、 ３２２、 ４２ 和 ５３ 开头的产品， 对应到 ＨＳ２０１２ 代码中， 共

包括 ３７７７ 种 ６ 位代码产品； 机器设备和计算机的界定是本文根据 ＨＳ２０１２ 的产品描述

手动选取的， 机器设备是以 ８４ 和 ９０ 开头的产品， 包括了 ６５２ 种 ＨＳ６ 位代码的产品；

计算机是以 ８４７１ 开头的产品， 文献中一般将企业的计算机作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标准

（邢春冰、 李春顶， ２０１３）。 αｉ 代表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特征，

包括其所在行业和所在城市， 因此这时不需加入 ｉｎｄ ｊ × ｎｅｃ。 考虑到处在相同城市相同

行业的企业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 本文允许随机扰动项在城市 －行业层面存在聚类。

表 ４ 报告了回归结果， 其中第 （１） 和第 （２） 列的因变量是企业从 ＯＥＣＤ 国家、

Ｇ７ 国家进口的中间投入品金额的对数值， 第 （３） 和第 （４） 列为进口机器设备的结

果， 第 （５） 和第 （６） 列为企业进口计算机的情况。 本文发现， 增值税改革对企业进

口中间投入品的总量没有显著影响， 但是增加了企业从 Ｇ７ 国家进口的机器设备， 其对

企业进口的计算机数量的正向影响最大。 所以， 增值税转型导致的资本积累并不只是

数量上的增长， 而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的深化。 也就是说， 资本积累对劳动力需求的异

质性影响是由于内嵌于资本中的技术进步带来的。

表 ４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进口资本品的影响

中间投入品 机器设备 计算机

ＯＥＣＤ Ｇ７ ＯＥＣＤ Ｇ７ ＯＥＣＤ Ｇ７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东北 × 制造业 × 改革后
０ ０７９

（０ １０４）
－ ０ １３４
（０ １１３）

０ ２０７
（０ １７６）

０ ２９８∗

（０ １７８）
０ ９７４∗∗∗

（０ ２９３）
１ ６７７∗∗∗

（０ ３３３）

东北 × 改革后
－ ０ １８６∗∗

（０ ０８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９１）
－ ０ ３２０∗∗

（０ １６１）
－ ０ ３８４∗∗

（０ １５４）
－ １ ２８０∗∗∗

（０ ２３７）
－ １ ４００∗∗∗

（０ ２９０）

制造业 × 改革后
０ １８６∗∗∗

（０ ０６２）
０ １７０∗∗∗

（０ ０５９）
０ ２２１∗∗∗

（０ ０６６）
０ ２２５∗∗∗

（０ ０８０）
－ ０ １２３
（０ ２６３）

－ ０ １４５
（０ ３１６）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个数 １２６９４２ １０７９８３ ６３０３０ ５４８９７ ４７４７ ４０７９

Ｒ２ ０ ０８６ ０ ０６５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６

　 　 注： 表中样本为那些在样本期间内至少从 ＯＥＣＤ ／ Ｇ７ 进口中间投入品 （机器设备 ／ 计算机） 一次的企业； 因变

量为企业从 ＯＥＣＤ ／ Ｇ７ 国家中进口产品总额的对数值， 产品总额为平减到 ２００７ 年的值； 进口中间投入品的界定是

按照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的做法， 是 ＵＮ ＢＥＣ 代码以 ４１、 ５２１、 １１１、 １２１、 ２１、 ２２、 ３１、 ３２２、 ４２ 和 ５３ 开头的产品，
本文通过 ＵＮ ＢＥＣ 和ＨＳ 代码的匹配对应到海关数据中； 机器设备是ＨＳ２０１２ 代码以８４ 和９０ 开头的产品； 计算机是

ＨＳ２０１２ 代码以 ８４７１ 开头的产品； 括号中的标准误为在 “省份 － 行业” 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表示 ｐ ＜ ０ １，∗∗

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数据和中国海关贸易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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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融资约束的影响

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相对滞后、 市场化程度较低 （Ａｌｌ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在中国特殊

的制度背景下， 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小。 首先， 银行体系在发放贷款的活动中

显著存在 “所有制歧视” 和 “规模歧视” 现象 （张杰等， ２０１３）； 第二， 国有企业承

担了一些政策性目标， 一旦它们发生亏损， 政府常常要追加投资、 增加贷款、 减少税

收并提供财政补贴 （林毅夫等， ２００４）， 这种现象一般被称为 “预算软约束”； 第三，
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偏向性支持， 地方政府会利用其所控制的金融体系

（主要为银行体系） 为国有企业提供担保、 降低贷款利率、 扩大贷款数量， 甚至以行政

命令要求银行无条件为企业提供贷款等 （余明桂等， ２０１０； 张杰等， ２０１３）。
因此， 当增值税转型进行试点时， 融资约束较小的国有、 集体企业更容易获得增加

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资金， 而融资约束较大的私营企业， 它们的资金则主要来源于内部

现金流， 因此投资行为受到限制 （王彦超， ２００９）。 已有研究验证了增值税转型对不同所

有制企业的投资影响， 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增值税转型使得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投资

增加更多， 而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影响较小 （Ｃａｉ ＆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１； Ｌｉｕ ＆ Ｌｕ， ２０１５）。 据

此， 本文可以推测，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员工相较于其他企业员工工资增加更多。 为了验

证这一推论， 本文分别对国有 ／集体经济员工和其他经济员工的子样本进行检验 （表 ５）。
从表 ５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增值税转型使得国有 ／集体经济中的中等技能劳动力

的工资平均增加了 １４ ６％ ， 而基准回归的对应结果表明， 全样本的这一增幅仅为

１１ ４％ 。 增值税转型对其他经济中的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影响不同， 其他经济的中等技

能劳动力工资不仅没有上升， 反而下降了 ７ ９％ ， 但这一结果并不显著。 这种差异可以

有两个可能的解释。 一是国有 ／集体企业的挤出效应， 当国有 ／集体企业对中等技能劳

动力的需求提高时， 其他企业中的对市场反应敏感、 技能稍高的中等技能劳动力率先

选择进入国有 ／集体经济， 留下的中等技能劳动力只能接受更低的工资。 二是由于其他

经济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 当其希望购置固定资产时， 一个直接的做法是压低员工的

工资， 并且在员工中重新分配固定的工资总额。 总之， 上述结果证实了本文的推论，
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较小， 对政策的反应更加灵活， 其员工也获得了更多的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 本文只研究了增值税转型实施后四年的短期效果， 由于其他经济

企业 （如私营企业） 受融资约束制约的情况在长期内可能得到解决， 他们的投资规模

会发生变化， 进而调整自己的雇佣劳动力决策， 引起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 例如申

广军等 （２０１６） 研究了 ２００９ 年增值税扩围改革对投资的影响， 他们发现这一政策刺激

了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企业的投资行为。

·５７·

高文静、 施新政： 资本积累、 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异质性劳动力需求



表 ５　 分企业所有制的三重差分结果

国有 ／ 集体经济样本 其他经济样本

（１） （２）

东北 × 制造业 × 改革后
０ １４６∗∗∗

（０ ０５０）
－ ０ ０７９
（０ ０８１）

东北 × 改革后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４）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２）

制造业 × 改革后
０ ０７９∗∗

（０ ０３９）
０ １１０∗

（０ ０６１）

东北 × 制造业
０ ０７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１

（０ ０７１）
个人特征 有 有

行业固定效应 有 有

省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观测值个数 １５８２４ ４４５２
Ｒ２ ０ ４７２ ０ ５１７

　 　 注： 括号中的标准误为在 “省份 － 行业” 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表示 ｐ ＜ ０ 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 Ｒ２ 为未经调整的值； 个体特征包含性别、 工作经验、 教育程度、 行业、 职业以及所在企业的类别。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住户调查 （ＵＨＳ）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数据计算得到。

六　 结论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 过去 ４０ 年间市场经历了改革开放、 转型升级等一系

列变化。 中国的资本积累是否导致了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 资本积累对不同技能劳动

力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这些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但现有研究还存在不足，

首先现有研究没有解决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 不能得出两者的因果关系。 其次

现有研究普遍使用二分法对劳动力进行分类， 这不能识别劳动力需求受到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４ 年的增值税改革这一政策， 使用三重差分的方法来估计资本积累对

异质性的劳动力均衡工资的影响， 并结合同期均衡就业结构的变化， 推出资本积累对

劳动力需求的异质性影响。 这种方法最大的好处是， 改革作为一个准实验， 可以近似

看成是外生的， 因此本文可以识别资本积累对异质性劳动力需求的因果关系。 其次，

本文可以克服数据问题， 直接利用指标详尽、 样本量大的微观调查数据， 使用三重差

分的方法识别政策的影响。

本文发现资本积累增加使得员工工资平均提高了约 ４ ７％ ， 但这种效应存在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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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 其中中等技能劳动力工资在改革后增加了 １１ ４％ ， 约为 ３５２ 元 ／年； 高技能劳

动力、 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间， 东北地区高技能劳

动力就业比重上升， 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持平， 低技能劳动力比重则出现下滑。
在就业显著增加的同时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也出现增长， 也就意味着技术进步提高了

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不变， 均衡工资显著增加， 这也反映了需

求上升的力量。 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减少并没有引致工资的上升， 因此对其需求必然

降低。 也就是说， 资本积累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有显著的偏向性， 它提高了高技能、
中等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影响机制分析表明， 资本积

累对劳动力的异质性影响是由于转型使企业增加了计算机等高技术附加型的设备进口，
这就证明了 “资本 －技能互补” 在中国的存在。 分样本结果显示， 改革仅对不受融资

约束限制的国有、 集体企业影响显著， 他们可以更充分地利用政策利好。
本文的结论有直接的政策含义。 首先， 调控收入差距的福利计划、 再分配政策等

应继续推进。 由于企业资本积累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 中等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降

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这意味着中、 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与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

差距将继续扩大。 因此， 推进合理的福利计划、 再分配政策仍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
政策制定者应着力推动低技能劳动力的技能提升。 由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处在收入

分布的最底端， 同时他们也更容易被资本所替代， 未来他们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就业压

力。 为了保证这部分劳动力也能共享改革成果， 需要制定政策切实提升这部分劳动力

的职业能力， 现有的职业技能提升和转岗培训计划也应向教育水平低的劳动力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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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ｓ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ｆｉｒｍ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ｋ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ｏｎ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ｅ⁃

ｏｗｎ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ｄｏ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Ｏｕ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ａｇ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ｉｇｈ ／ ｍｅｄｉｕｍ⁃ｓｋｉｌｌ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ｌｏｗ⁃ｓｋｉｌｌ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ｗｉｌｌ ｋｅｅｐ ｗｉｄｅｎ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ｍｏｒ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ｌｏｗ⁃ｓｋｉｌｌ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ｂｉａｓ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２５， Ｊ８２， Ｏ３３

（责任编辑： 一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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